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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分自信”是一种偏离校准，是指人们关于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通常以某种方式偏离校准，

这种偏离都偏高。跨文化系列研究表明：面对常识和概率判断问题，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如中国人）比个

体主义文化成员（如美国人）更过分自信。文章在简要回顾“过分自信”研究的基础上，对“过分自信”

的跨文化差异及原因进行了比较详细地介绍，并对“过分自信”跨文化差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应用

进行讨论。冀对以往的研究做初步的归纳和总结，促进决策领域中跨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概率判断，过分自信，跨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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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分自信”概念的提出 

“过分自信”（overconfidence）现象是在美国和
欧洲最早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的[1]。此后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从事此项研究，因此也出现在很多关于判断

和决策的文章中[2]。Klayman等人认为从20世纪80
年代早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研究者达成广泛共
识：在二择一的题目和信心范围的任务中，人们的

判断表现出一致的真实的过分自信[3]。Lichtenstein
等人指出当被试说他们对自己答案的正确性有70%
的信心时，其实他们的正确率比60%还要低；当他
们说有90%的信心时，其正确率大概只有75%[4]。 

在决策领域里，“过分自信”会影响决策质量

而被公认为是不好的特质。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将决

策建立在失真的设想之上，则无法做出理想的决

策。因此，研究“过分自信”的意义在于探索人们

的自信水平以及过分自信和不自信的原因，以帮助

人们在做决策时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地避免错

误。  

2 “过分自信”的定义及其测量方法 

2.1 “过分自信”的定义 

引起研究者关注过分自信这个领域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如何定义和测量概率判断（probability 
judgment）[2]。大多数人认为“过分自信”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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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校准（mis-calibration），是指人们关于一般知
识问题的概率判断通常以某种方式偏离校准

（mis-calibrated），这种偏离都偏高[1]。校准是指如

果一个人的校准是最理想的，那么在所有情形下，

他的平均概率判断将与目标事件实际发生的比例

相等[5]。 
2.2 “过分自信”的测量方法 

长期以来，对过分自信的测量多采用以下方

法： 
偏差（Bias）= 被试认为自己选择正确的平均

概率（Accurate Judgment）- 被试选择的实际正确
率（Percentage Correct）。其中，偏差越大意味着越
过分自信。实验材料多为常识题或有客观正确答案

的题目，题目形式包括二择一、信心范围

（confidence-range）和分类任务等。 
2.2.1 采用二择一任务进行测量 

二择一任务是指被试在包含两个选项的题目

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并估计自己答对题的

概率。 
例如：以下哪个城市人口多？ 

A) 新奥尔良 
B) 纽约 
请选择一个答案：A / B 

我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50%~100%）：         % 
采用二择一任务的研究诸多，最近有研究者利

用此方法研究“当下自信”和“总体自信”。“当下

自信”（local confidence）指在回答一个问题后立即
评价自己的自信水平；“总体自信”（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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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即估计自己答对题的百分比。1988年，
May首先发现这两种自信是不同的，前者比后者水
平高[6]。此后有一系列此类研究[7]。研究认为前者

表现的是过分自信，而后者表现的是不自信。此外，

研究者给出了一些差异的解释[8]。其一是元理论

（meta- theoretical approach）不同而不是方法不同，
其二是在当下自信的任务中材料取样的偏差，其三

是人们在做总体自信判断时忽略了猜测的成分[9]。

2004年，Liberman的研究[10]证明“当下自信”比“总

体自信”更真实的反映人们的自信水平，而且人们

在做总体自信判断时没有考虑到随机猜测的影响。 
2.2.2 采用信心范围任务进行测量 

信心范围任务是要求被试给出一个单一的数

字评估。即通过置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来研
究过分自信。置信区间是自信心水平与时间间隔的

结合。例如，项目经理需要预测90%肯定能完成项
目的时间，即很可能这个项目在4到8个星期内完成
[11]。研究者把自信分为给定自信（ assigned 
confidence）和估计自信（estimated confidence）.
给定自信是指研究者给出的自信水平，例如：我对

于西班牙的人口是…到…百万有90%的自信，其中
90％就是给定自信。而估计自信是在给出答案范围
后再填写对答案的自信程度，例如：我对于西班牙

的人口在200万到300万之间有   %的自信。测量方
法与常规的测量公式相似但有不同之处。在大多数

此类研究中，时间间隔的过分自信多是由正确率与

给定自信而不是估计自信比较得到的。研究发现时

间间隔的估计会造成更多的过分自信[12]。这一现象

被称做“形式依赖”（format dependence）[13]。Teigen
等人[14]研究表明，为了避免过分自信，应将时间间

隔的上下限做分开估计。另外，Sieck研究发现选择
的包含在内原则和相关的频率调查会降低过分自

信，但是其交互影响是次加性的（subadditive）[15]。 
2.2.3 采用分类任务测量 

此类研究的标准任务是被试根据特定的症状

表现把假定的患者按疾病类型划分，并估计患者患

该种疾病的概率。通过对患病概率的估计测量自信

程度。 

例如：患者姓名：K.M. 
患者有如下症状：皮疹，耳朵疼 
患者没有如下症状：手肿胀 
诊断（选择一个）：Trebitis, Philiosis 
患者患这种病的概率（50%~100%）：    % 

人们在分类任务上表现的过分自信与在常识

题上表现的过分自信不同。因为这两种任务是在不

同的记忆系统的帮助下完成的。常识问题的外显事

实信息储存于陈述性记忆系统。而在此类任务中，

被试重复地根据一套固定的潜在线索把患者分入

两类疾病中的一类，并在完成每个分类后得到反

馈。所以，人在分类任务上的表现是被程序记忆系

统调控的[16]。 
2.2.4 采用文字表达的方式测量 

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用言语来表达自信

程度和概率判断，如：很可能，有可能，不确定等

等，所以有研究者试图把对于概率判断的数字的表

达和言语的表达联系起来，找出言语表达和数字表

达的一致性以及言语表达是如何造成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的等等。此项研究起源于1967年
Lichtenstein和Newman的工作[17]。从此，其它研究

者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如1990年Clark的研究[18]，

Budescu和1995年Wallsten的研究[19]等等。研究者给

被试呈现一句用言语表达概率判断和自信程度的

话，如：我考试不通过是不可能的，然后由被试评

估事情发生的概率，并给出数字的表达。Teigen和
Brun在研究中发现当目标结果确实发生时，甚至在
正面短语和负面短语被认为是传达同样的信息时，

正面的短语被认为是更积极的、更正确的[20]。短语

的选择是由语言框架所决定的。正面数量词支持表

达积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而负面数量词支持表达消

极意义的概率短语。由数字频率表示出的正面框架

暗示表达积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而负面框架暗示表

达消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这表明短语的选择不仅依

赖于概率的水平，而且依情况和言语线索而定。 

3 产生“过分自信”的原因 

不同的研究者曾给过分自信以不同的解释。其

中两大观点是信息加工偏差和无偏差判断错误的

影响。 

大多数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过分自信是信息搜

寻策略和动机造成的。他们假设人们首先寻找记忆

中的相关信息，并得到一个可能的答案。然后记住

答案并继续寻找相关信息。联想记忆机制使与第一

印象一致的信息容易提取，这些印象也将改变对于

后续模棱两可信息的理解。然而人们相信他们判断

的过程是无偏差的，因此更加支持最初的判断[21]。

在许多情况下，动机因素会加大这种偏差。人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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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有智慧、知识渊博，这种想法使他们在处理

信息时有意无意地优先处理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信

息[22]。 
另一派解释强调产生过分自信过程中无偏差

判断错误的作用。错误的可能来源包括不能很好地

学习不同信息来源的预定效度[23]，即过分自信是由

随机误差和不可靠的测量手段造成的一种回归效

应，不能正确地评估获得的信息[24]，不能很好地把

主观感觉的信心用实验要求的方式表达出来[24]。正

确率和自信心都受随机变化的影响。对于正确率，

有时即使高质量的信息也会造成错误的判断，这种

现象发生的概率是机遇的问题。对于自信心，人们

对他们信息质量的判断包含一些随机错误。考虑到

准确率与自信心相关不大，较低的正确率与不低的

自信心同时出现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产生的

“错误校准”的典型现象：当自信程度高时可能出

现过分自信，而自信程度低时可能出现不自信。同

时，这也导致了难度的影响：对于准确率低的题目

表现出过分自信，当准确率高时表现出不自信。人

们在估计整套问题的平均正确率时也犯错误，因此

过难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更难的。这导致了在较难

问题上的更加过分自信[25]。这些解释并不认为判断

是系统偏差，而是认为它们是不完美的。 
还有研究认为研究中明显过分自信的表现不

是广泛的认知偏差造成的，而是有研究者选择较难

问题造成的[26]。为了检验这个假设，Gigerenzer等
人[6]和Juslin[26]用从一个领域里随机选择的二择一

问题进行实验，这样可以使选择的问题水平与一般

难度水平相当。他们发现过分自信消失了。然而，

一些常见的分析把系统的心理影响和统计影响混

淆在一起。如果判断不完美，这种统计影响是不可

避免的。因此有研究者试图把系统的心理影响和统

计影响分离。实验中仍然发现信心和正确率之间的

差异以及整体上的过分自信。另外，利用25个研究，
Juslin等人在1997年证明过分自信与任务难度的影
响只有较弱的相关。难度与过分自信的相关是否能

被判断不足全部解释仍有争论[27]。Klayman等人认
为过分自信和不自信随问题领域的不同而系统变

化而不是问题的难易程度[3]。所以研究者的选题是

否是明显的过分自信偏差的唯一原因仍有待验证。

有很多研究表明即使问题不难，过分自信依然存在
[19]。但过分自信是随判断类型的不同而不同的。在

二择一的问题中，被试表现出一些总体上的过分自

信。而在主观置信区间的问题上表现出更高的过分

自信水平[3]。另外，选择性的取样会使适度自信的

人表现出过分自信。 
其次，1980年，Koriat等人认为过分自信是因

为人们偏爱正面的证据而不是负面的证据[21]。另

外，Buehler等人[28]认为在“计划错误”中表现出的

预测问题是由于对外界不确定性的低估。而

Klayman 等人认为在常识问题中的自信程度反映
了个体内在支持和反对某一知识的论点的平衡[3]。

2001年，Arkes研究表明过分自信是缺少全面的、及
时的和准确的反馈造成的[29]。2005年，Teigen等人
认为过分自信反映了人对自身知识的信任程度和

目标价值的可变性程度[14]。 
另外，很多证据表明储存和提取于程序性记忆

系统和陈述性记忆系统的的信息类型是不同的，这

暗示人们在分类任务和常识题上所表现出过分自

信的原因是不同。所以随之产生了一些解释分类任

务上过分自信的模型。例如，联结主义学派坚持认

为分类和自信心是基于症状与疾病学术上的联系

强度。还有Sieck和Yates的范例提取模型（ERM）
（exemplar retrieval model）[16]。它发展了Medin和
Schaffer在1978年提出的分类内容理论，它除了考虑
分类行为还考虑到自信心的判断。根据ERM，范例
是指人们记忆中对于类别的表征，包括各类个人经

历概要。当测验开始时，一些范例被提取，越接近

于测验内容的记忆的范例越有可能被提取。然后被

提取的范例进入一个提供证据的评价过程，在这里

人们评估证据的重要性并权衡它们[9]。 

4 “过分自信”的跨文化差异及其原因 

4.1 “过分自信”的跨文化差异 

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表明华人在过分自信和

追求风险的表现与传统的“中庸”“谦逊”刻板形

象大相径庭。亚洲人在常识问题中表现出的“过分

自信”更甚于欧洲人。例如，1984年，Wright报告
了多国决策行为比较。他发现英国学生对不确定性

的评估能力强于香港、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学

生。同样，英国的政府职员的不确定性评估的能力

也强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经理。Wright认为比较
教条式的文化，例如：马来西亚，往往比较没有弹

性，也比较不能够去估计事情产生的概率[30]。又如，

新近发表的跨文化系列研究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

更追求风险；面对常识和概率判断问题，中国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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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更过分自信[31]；Yates等人1996年的研究表明
外行人很可能认为美国人比亚洲人在常识问题上

更过分自信，然而真实的判断数据却与之相反[1]。 
Yates等人的研究想要确定已观察到的东西方

的差别是否也存在于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的判断

中。怀疑这种差异的普遍性的原因之一是，在某些

判断情景下，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确信程度也有差

别。曾要求瑞士驾驶员和美国的小汽车驾驶员比较

他们的自信程度及其同胞的开车技术。69%的瑞士
驾驶员感到他们的水平比中等水平高，但是却有

93%的美国驾驶员认为其技术高于中等水平 [5]。

Yates通常采用概率推断的任务来比较判断质量的
文化差异。他的研究大部分是依据常识题，被试在

两个选项中选一个，然后做出一个对于自己给出答

案的正确性的判断（50%—100%）。 
例如：土豆在什么气候下长的更好？ 

A） 温暖的天气 
B） 凉爽的天气 
请选择一个答案：A / B 

我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50%~100%）：      % 
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比其答题的正确率大且

差异显著，这表明被试过分自信；如果其判断的百

分数比其答题的正确率小且差异显著，这说明被试

过分不自信；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与其答题的正确

率差异不显著，则说明被试的校准水平较好，即不

过分自信也不过分不自信。例如：一人回答对了60%
的问题，但他推断自己答对了70%的问题。研究者
则认为他过分自信，因为他的判断百分数大于他答

题的正确率[32]。这种过分自信水平在大多数亚洲国

家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高[1]。 
另外，Lee等人借助以下“同伴比较问题”，对

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印度和美国被试的过分

自信进行测量，并发现其中新加坡被试的过分自信

水平最低。 
如：请设想随机选取 100 个大学生，他们的性

别和你相同，毕业的学校也与你一样。假设你是这

100 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按照这 100 人找到工作的

日期给他们排序。你认为有多少人（0-99）会早于

你找到工作？          
根据Lee等人1995年的研究，如果被试既不过

分自信也不过分不自信，他们对相对于同伴的自己

排名的平均估计应该是50%。过分自信表现在高于
这个点的估计，不自信则相反。因此，在这个问题

上，被试回答的数字越大，过分自信的程度越低[33]。 
4.2 “过分自信”跨文化差异的原因 

4.2.1 “论点采纳模型” 

Yates等人在1992年建立了一个“论点采纳模
型”（argument recruitment model），用来解释过分自
信在常识问题上的文化差异。研究者认为，当一个

人在面对常识问题时，他首先要提出一些支持和反

对这一问题的论点。例如，对于一个二择一的常识

题，被试要提出支持和反对这两个选项的论点。然

后，他要权衡和评估这些论点。如果这些论点都支

持其中一个选项，他就会认为这个选项是对的。另

外，论点越支持这个选项，被试做出概率判断的百

分比越高。过分自信被认为是来源于这一模型的一

些特别的特征。例如，因为认知启动和工作记忆的

能力有限，这一过程被局限于首先呈现于被试的论

点[34]。 
4.2.2 “论点采纳模型”的后续研究 

Lee等人[32]认为在论点采纳模型中，常识问题

上过分自信的文化差异至少可部分地归因于教育

传统的不同，因为它影响了论点采纳的习惯。研究

者分析出了两大教育策略[35]。一个是“直接指导”

（direct instruction）的方式。此方式强调教师把信
息直接传递给学生。另一个是建构式(constructivist)
学习。这个方式不鼓励记忆和背诵，而鼓励引导学

生自己发现原则和规律。建构式学习一个共同特点

是辨证思维，教师要求学生在面对不同的事物时要

考虑事物正反两个方面[36]。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

在建构式学习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比在直接指导式

学习方式下的孩子更能锻炼广泛地平衡地提出观

点的思维方式。因此，根据论点补充模型，后者比

前者在常识问题上更加过分自信。人们普遍认为西

方国家的建构式学习者多于东方国家，然而日本例

外[35]。这正可以解释Yates, Lee和Shinotsuka在1992
年对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人的研究结果。即，在

1992年Yates的研究中，尽管中国台湾被试已经很努
力，但他们能想出的论点比日本和美国的被试明显

地少。而且，中国被试对于自己认为是错误的选项

提出的论点更少。一个简单解释就是中国被试几乎

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答案是错的，所以他们表现出

对于答案正确性的强烈的自信。 
Li的研究认为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

或叫做“应试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学生提出更多

的观点，而是提高答题的准确率[34]；以提问题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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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提出更多的观点，而不

是提高答题的准确率。在西方国家，家长在孩子每

天放学回家后经常问他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和“你今天都提了几个问题？”。但是在大多数亚

洲国家，孩子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得了多少

分？”。在西方国家，一个教授对于问题回答“我

不知道”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但在大

多数的亚洲国家是不能被接受的。亚洲的家长和学

生希望的是教师可以引领学生掌握正确的知识。另

外，中国传统的文化鼓励人们坚定信念。即，无论

其它的观点是多么支持另一个选项或多么反对已

做出的选择，这个决定都不应改变。正所谓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外，Li和Fang
在2004年做了关于预测美国人、中国内地人、中国
香港人、中国台湾人和新加坡华裔在估计Y2K问题
是否引起空难时的自信心程度的实验，结果表明，

预测冒险的排序与预测过分自信的排序是相同的。

预测的最过分自信的群体是美国人，其次是香港

人，然后是台湾人，再次是新加坡华裔，最后是中

国大陆人。这个结果与1996年Yates 等人关于外行
人对跨国的过分自信的判断均与事实相左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实验还发现预测过分

自信的排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高相关[37]。 
另外，依据Yates的论点采纳模型，能提出更多

论点的家庭决策应该可以降低过分自信的水平，然

而Li 和 Fang[34]在有关个人决策与集体主义家庭

决策的对比研究中，并没有找到家庭做决策可以降

低过分自信的水平的证据；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

选择的论点数量与过分自信水平之间有联系；而类

似谚语的“远景口号”（如，家和民旺）则更鼓励、

促进被试规避过分自信，使得被试的过分自信的程

度有了明显的降低。在李纾和房永青2002年的实验
中，被试阅读《新加坡21》后明显地表现出规避过
分自信。其原因可能是《新加坡21》的五大核心价
值确实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之导向：自

信而不骄傲，谦虚而不自卑[38]。 

5 应用与展望 

5.1 “过分自信”研究的应用 

对“过分自信”所做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概率判断精确性的跨国

变异对投资经营实践有着现实意义。设想以下商业

对话： 

A: “如果他们按时交货的概率大于 75%，我
们就达成协议。概率是多大?” 

B: “我猜大约是 80%。” 
A: 好的。那么我们就同意。 
如果决策者 B是美国人，那么 B所报告的概率

判断是 70%，意味着得不到合同。然而，如果决策
者 B是中国人，那么 B趋于坚信及时交货的概率是
80%，意味着很可能会得到合同。 

再如，不同人群，如企业家和管理者，推论时

的自信程度不同。研究表明个体的年龄，公司决策

的全面性和外部的资产净值资金影响企业家过分

自信的程度。另外，奠基人-管理者比没有建立自己
公司的管理者更加过分自信[39]。这都表明这个领域

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前景。 
另外，Wright等人指出，由于亚洲人处理不确

定性似乎与西方人不同，因此，决策分析可能对亚

洲人不那么有用。概率判断校准的偏离毫无疑问降

低了决策分析的价值。然而，由于亚洲人的概率判

断的相对差的校准就认为决策分析不适合亚洲人，

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一个原因是校准的偏离可

以仅仅通过个体判断的数学转换就能改进。更重要

的原因是，中国被试的判断有好的分辨。西方相对

差的分辨至少和差的校准一样会损害决策分析的

效用。而且，改善分辨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如果

亚洲人判断的分辨的确强于西方人，那么决策分析

在亚洲的研究将是十分重要的[5]。不管怎样，亚洲

人和西方人在做决策时都要谨慎，西方人要注意改

善他们的分辨，而亚洲人则要注意改善他们的校

准。 
5.2 “过分自信”研究的展望 

本文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有

关“过分自信”及其文化差异的证据多是混合的。

现有的研究尚不足以为了解文化取向的过分自信

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预测和解释模型。亚洲人比西

方人更加过分自信的原因可能在于亚洲人对概率

没有正确的认识。例如，中国人自古不用概率表示

概率判断和自信程度。随着对概率了解的增加，也

许人们会做出较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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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confidence” and Its Cross-Cultur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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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confidence refers to that subjects’ average probability judgments exceed the proportions of items 
they answer correctly over a wide range of conditions. A series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respondents in Asian cultures (e.g., Chinese) are more risk-seeking and more overconfident than respondents in 
other cultures (e.g., in United States) and that the reciprocal predictions are in total opposi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recent researches on overconfidence from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frameworks. The implications for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overconfidence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probability judgment, overconfidence, cross-cultural variation. 
 


